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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勘界警卫作战对 
未来跨境联合反恐作战的历史启示

★  周  鑫  郭玉梅

摘要：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跨境作战。

这是一次特殊的作战行动，既不同于国内剿匪行动，又不同于援外作战，作战目标是联合外军

围剿反动集团武装，摧毁其盘踞边境地区的基地。这一次作战，创新了作战样式，积累了实战

经验，对未来执行跨境联合反恐作战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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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是 1960 年 11 月至 1961 年 2 月期间，应缅甸政府之邀，为保卫西南边疆安全，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帮助友好邻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边防部队跨境与缅甸政府军联合剿匪的作战

行动。经过与缅军的两次联合作战，捣毁了国民党军残部在缅北经营十多年的据点，协助缅方收回了拥

有 30 多万人口、3 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的

顺利进行。这次作战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跨境联合外军围剿反动武装集团作战行动的先河，对未来执

行跨境联合反恐作战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境外联合反恐作战要师出有名，具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逃往缅甸的国民党军残部在台湾当局指使下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后改为“云

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不断回窜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暴乱。至 60年代初，其兵力已增至 9400余人，

编为 5个军、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和 1个军区a，修建了包括机场在内的军事基地，

其活动范围达 10多万平方公里。他们制造社会矛盾，挑拨民族纠纷，公然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

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b，对中缅两国边境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中缅边界问题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多次与缅甸总理进行商谈。根据两国政府

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1960 年下半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

会开始进行两国边界的勘察和树立界桩工作。然而，由于逃缅国民党军残部的破坏，勘界和树立界桩工

作受到严重影响。据此，中缅两军代表于 11 月 4 日签署《关于联合勘察队第四队勘察、树立界桩中的

警卫问题的协议》（下称《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对盘踞在勘界工作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由

［作者简介］周鑫，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玉梅，国防大学政

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党的创新理论教研室讲师。

a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75 页。

b 转引自陈辉：《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揭秘》，《党史博览》201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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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双方部队共同负责加以捕歼清除”a。这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缅军跨境围剿反动集团武装，摧

毁其盘踞边境地区的基地提供了法理依据。

《协议》还严格规定了作战范围，指出中方担负“捕歼清除中国孟遮以西的旧 30 号界桩至南腊河

与澜沧江交汇点的 62 号界桩之间地段的警卫作战任务，并获准在执行警卫任务时可进入缅甸境内 20 公

里”b。根据此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缅作战纵深为 20公里。对于作战界限这条“红线”c，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从政治上提出了严肃要求：所有出境作战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准超出 20 公里线以

外地区作战，这一点必须卡死，不准有任何机动。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在战斗行动之前，情况如有新的

变化，我方作战行动时间需要变更时，必须事先征得缅方同意并达成协议才能行动，否则即使失掉战机

我方也不能单方面行动，不然就会使朋友失去对我们的信任，就不是打友好仗，打外交仗和政策仗。在

第一次作战后，根据缅甸方面请求和中缅双方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严格在第一次作战线以南规定地

区发起第二次作战。直至 1961 年 2 月 9 日，中缅勘界警卫作战胜利结束，解放军从未逾矩。

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在一起协同作战，“不仅是

军事战，更重要的是政治战，打好打坏，影响极大”d。中国政府及出境作战部队自始至终认真履行和

平外交政策和中缅两军边境联合作战协议，打、走、驻、留一切作战行动处处严守“四不”原则 e，遵

从缅甸政府的意愿做到“客随主便”，因而得到缅方的高度评价和极大信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和好评。此次作战行动最终取得政治、外交、军事“多赢”效果，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出兵入缅合情合理，

在缅境内有章可循，通过合法有效的双边协议，消除国际社会的批评质疑，驳斥敌对势力的指责污蔑。

实践证明，境外联合反恐最大的障碍，不是距离之远，也不是战力局限，而是有没有法理依据，实

现达打政治仗、外交仗的战略要求。依法明确武装力量的作战性质、目的、范围、原则和程序，是圆满

完成跨境联合反恐任务的基本法律保证。当前，紧要的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在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尽快探索论证集“防范、控制、打击、消除”于一体的国家反恐战略，形成

坚实的境外反恐战略支撑，使军事行动合情合理合法。要切实做好相关法律拟制工作，既要接受相关国

际法的考量，更要充分发挥国际法的支持保障效能，做到内外兼顾，拓展军事行动空间。要切实做好法

律服务工作，积极参加与国际组织、战区所在国政府及军队、其他国家军队的法律协调事务，教育官兵

严守国际法及相关协议，尊重交战区域所在国主权和法律尊严。要积极开展对敌法律斗争，及时调查搜

集境外恐怖势力反人类、反和平的证据材料，借助媒体力量最大限度地揭露、谴责恐怖势力的罪行。

二、战术运用要灵活多变、精确作战，确保联合反恐行动速战速决，全歼敌人

中缅两国边境地处热带山岳丛林，交通不便，疾病流行，且语言不通，社情复杂，给部队开进、作

战带来诸多困难。国民党军残部熟悉地形，战术狡猾，经过数次整编，在中缅、缅老、缅泰等区域部署

有大量军事基地和据点，装备有台湾方面空投的左轮手枪、卡宾枪、轻机枪、燃烧弹等先进美式装备，

以及 60 式、82 式迫击炮、75 式无后座力炮、75 式火箭筒等重火力武器。1960 年夏，台湾当局还将一支

400 多人的特种作战部队空运缅北扩充实力，随时准备袭扰云南边境，破坏中缅联合勘界。

战前，综合各种因素考虑，中央军委确立了“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f的指导思想，要求不打则已、

a 《王尚荣将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第 481 页。

b 《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第 226 页。

c 张子申：《毛泽东和杨成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第 293 页。

d 《杨成武文集》中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第 368 页。

e 即“严守不越线作战，不干涉缅甸内部事务，不进行政治宣传，不要求缅甸供应物资”。参见徐焰：《六十年国事纪要》

（军事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06 页。

f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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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则必歼，反复重申“断后路、包围住，先围而后歼”的作战原则。a针对敌兵力主要分布于中缅边界

300 公里正面 16 个据点且点多面广的实际，昆明军区前指决定第一次作战采取多路远距离奔袭、先断其

后路然后再分片合围的战术，将主要参战部队第 13 军第 39 师、第 14 军第 40 师和思茅军分区所属 5 个

团又 1个营约 6500余人，分 3个作战群 13个方向共 22路出境作战，各方向独立作战，各自围歼据点之敌。

在兵力部署上，按照先重在军部、师部等指挥枢纽，尔后向团、营等基层单位辐射的顺序，明确了孟马、

三岛、孟瓦、孟育 4 个地区为重点，并拟定了重点抓捕的敌 6 名军、师级军官名单。

各参战部队于 11 月 22 日凌晨越过国境，按照远程奔袭、迂回包围、搜捕聚歼的战术运用，各自奔

袭预定作战目标。由于此次突袭出乎国民党军残部意料，从最早的点位 4 时 50 分开始交火到最晚的 7
时 50 分交火，16 个突袭点只有两个扑空，当日上午远程奔袭作战即基本结束。其中，在围歼踏板卖的

国民党军残部第 1 军第 2 师师部及第 4 团的战斗中，解放军第 117 团 3 营直插猛扑，迅猛歼敌，尤其是

挑选精干官兵组成便衣队秘密接敌，仅经 30 分钟的战斗，击毙第 2 师少将师长蒙宝业、上校副师长刘

继禹等 17 人，俘上校政治部主任冯嘉乐等以下 23 人，解放军仅伤战士 2 人，取得重大战果。围歼距国

境线约 20 公里的孟歇之敌，战斗仅 10 分钟，解放军即歼灭残匪副团长以下 17 人，并经 1 小时 50 分钟

搜剿，又歼敌 38 人，成为此次剿匪作战中打歼灭战的典型战例。

经过两次突击作战，解放军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残部盘踞 10 年之久的老巢，“红线”内的残匪基

本被肃清，但也暴露出没有全歼守敌的问题。第一次作战，从 1960 年 11 月 22 日开始到 1961 年 1 月 20
日结束，共歼敌 467 人，占战区敌人的 63%，打击的 16 个据点中全歼的只有 6 个。第二次作战，经过

1961年1月25、26日两天的奔袭战斗和27日到30日的清剿战斗，共歼敌274人，仅占战区敌人总数的8%。b

从客观上说，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协议的某些约束，部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和预料不到的困难。从

主观上看，一些具体的作战组织指挥、战术思想都与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战术运

用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正面平推，搞‘赶羊’战术”c，导致未能迅速、突然地将敌包围并就地歼灭。

进入信息化时代，凭借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过去偏安一隅的叛乱分子如今完全能够打造出更广泛

自如的活动环境。在相对透明的作战空间里如何进行秘而不宣、出奇不意的战术突袭则更显必要。这就

要求必须达成战术运用与战略谋划的高度融合，精心组织筹划整体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快速

反恐作战目的。其次，要合理运用远程察打火力优势，建立陆、空、天、电一体化的侦察监视网，实施

全纵深、远距离火力精确打击，以信息化作战的空前速度，实现境外反恐作战的突然性、速决性。再次，

要继续发挥近战兵力的作用，采取积极的战术手段，对解救人质、捕歼首恶、清剿营地、警戒防卫等不

同作战样式采取相应的战法，做到隐蔽接敌、出其不意，迅猛突然、合力捕歼，发挥近战歼敌事半功倍

之效。

三、作战指挥机构要高效精干、关系顺畅，确保联合反恐行动的互动互补和整体运作

早在 1957 年，缅甸边防军就多次表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境内的国民党军残部攻

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d但跨境军事行动，地方边防部队无权单方面定夺，只能留待两国政府

批准后通过联合指挥解决。1960 年 9 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缅方主动

提出：双方应派部队准备打几仗，遇有情况互相支援，缅方派一名有权力的军官参与指挥所工作。e中

方表示同意。此后，经两国最高层批准决定：成立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由中方云南

a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编印：《战斗在云贵高原的光辉历程》，1985 年，第 118 页。

b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编印：《战斗在云贵高原的光辉历程》，第 117 页。

c 张子申：《毛泽东和杨成武》，第 293 页。

d 参见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279 页。

e 参见《杨成武文集》（中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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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和缅甸国防军东北军区司令山友准将共同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中缅两军联合

清剿国民党军残部的作战协调工作。这实际上就构建起了两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基本协同指挥关系。

为确保联合指挥体制的高效顺畅，根据《协议》规定，缅甸联邦国防军山友准将的代表苏敏昂少校

被派驻我方，负责代表缅方与中方商定处理有关具体作战问题。11 月 20 日，在距第一次作战打响仅剩

不到 48 小时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担忧“红线”南侧缅军力量过于单薄的意见就是通过勐海前指的高

效运转，最终以妥善的方式及时告知缅方高层并得以落实，缅方因此由衷致谢。a 22 日，丁荣昌和苏敏

昂在中国景洪共同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缅甸联邦国防军联合作战命令，正式拉开了中缅勘界警卫作战

的大幕。此外，缅方还在中方的每个团指挥部都派有一名联络官，极大地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水平。b

为加强不间断指挥，经中央军委批准，《协议》签订次日，昆明军区即在西双版纳州勐海成立了以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第 13 军副军长崔建功为正副指挥的前方指挥所，机关设指挥组、政工组、

后勤组。这是一个临时组建、跨建制序列，但又精干高效、模块联合的指挥机构。工作分工，军事行动

统一由黎锡福、崔建功负责，对缅联络工作由丁荣昌负责，政策纪律、政治动员、群众工作等由昆明军

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负责。此外，为确保后勤保障及时有力，采取军地联合的形式，由军区后勤参谋

长陈继寿与思茅地委书记申玉卿共同组成前指后勤组。c

在一线指挥上，各部队师、团职指挥员分别下沉到一线指挥，减少“中央军委—前方指挥所—作战

群（营连建制）”指挥链路的中间层次，提高了指挥效能。比如，在围歼踏板卖的战斗中，副师长阎守

庆直接到步兵第 117 团 3 营实施靠前指挥，取得了很好的实战效果。后勤保障也按作战进程灵活调整配

置指挥节点。第一次作战，为达成防敌逃跑的作战意图，军区前指后勤组统一指挥，先期在打洛、孟宋、

巴达沿线下设 3 个转运站，随着部队清剿作战向纵深发展，立即转为分片包干，在境外增设 9 处补给站，

提高了后勤指挥的科学性。第二次作战，根据作战任务调整，军区前指后勤组决定开设兵站，既负责与

缅方协商解决部分主副食供应，又便于与作战部队联系。在境内曼龙叫设立供应总站，在境外孟育设分站，

在南板设立转运站。整个后勤保障工作，领导指挥灵活，调配力量及时，有力保障了战斗胜利。

从整个指挥体制看，此次作战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并指挥作战行动，师团级指挥员分别加强到营连

实施具体指挥，班排长掌握灵活果断的临机处置，从战略指导到一线行动，整个指挥齿轮紧密咬合，极

大提升了作战效能。未来境外联合反恐，从行动层次上仍将是“战术单位、战役行动、战略指挥”的综

合统一体，建立权责分工明确、运转灵活高效的指挥体系，就成为赢得胜利的重中之重。要走出固有的

正规作战的理论框架约束，按实际作战需要和指挥要素灵活确定内部编组，使指挥机构的组成与作战编

成相适应，与作战需要的多样化、灵活性相适应。要灵活指挥方式，处理好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按级

指挥与越级指挥、定点指挥与伴随指挥的关系，确保在部队适应境外反恐作战战场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前

提下作战行动不失控。要合理优化指挥层次，减少指挥决策环节，特别是在行动发起时，应赋予一线指

挥员临机决策权力，防止因层层请示而贻误战机。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指挥手段，使各级作战指挥员及指

挥机构能够实时感知到现场、指挥到单兵、控制到末端，确保情报信息及时到达。

四、作战手段要多措并举、整体联动，以瓦解敌人、争取群众配合军事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边疆党政军民始终坚持“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

和“军事警卫，行政管制，秘密侦察相结合”的方针，建立了一条以军队为骨干，以民兵和群众为基础

a 参见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第 283、284 页。

b 转引自向定治：《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散记》，《戍边五十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军云南暨云南解放五十

周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08 页。

c 参见昆明军区后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后勤工作概述（1949—1985）》，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5 年，

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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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铁人民防线，在同境外国民党军残部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也形成了“军队为骨干，基干民兵是筋，

群众力量是血肉”a 的铜墙铁壁。据不完全统计，仅思茅、保山在敌人活动比较频繁的 1950 年到 1960
年期间，民兵联防配合部队或单独作战 1000余次，共歼敌 6471人，其中毙敌支队司令以下达 1096人。b

出国作战前，各部队按照昆明军区政治部《关于勘界竖桩警卫作战政治工作指示》要求，认真学习“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有关政策规定，政治机关把掌握政策纪律作为重要任务不断检查督促，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各部队还普遍增加了战区民族官兵比例，组织学习战区当地语言和风俗习惯，为在缅境

执行任务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此外，云南边防部队会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民兵、人民群众开展强

大的攻心宣传，截止到 1959 年已争取 4672 名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回归投诚。c

在战斗实施阶段，部队严格遵照周恩来关于“在作战中尽量不伤害和少伤害缅甸人民利益”d的指示，

出境以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入民房，不进缅寺，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积

极为群众做好事，被誉为“菩萨兵”“神仙兵”。虽然语言不通，部队在境外也没有召开任何形式的会议、

活动进行宣传，但解放军以良好纪律和模范行动进行了无声的宣传，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

后期顺利遂行作战任务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战斗中，解放军还严格执行“五不打”e战场纪律，既

避免了误伤群众，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又提高了活捉敌人数量，占歼敌总数的近八成。

此外，各部队高度重视与当地土司、头人的团结争取工作，进而团结广大群众。每到一地都主动拜

访土司、头人，耐心宣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澄清国民党军残部的污蔑诽谤。在战斗中，

凡事尽量与土司、头人协商，维护他们的利益，从而很快使大多数土司、头人消除了顾虑，并愿意为解

放军提供帮助。一些土司、头人主动劝回躲藏的群众，甚至亲自带领群众搜剿残匪。第 39 师 117 团驻踏

板卖时，头人、群众就主动组织起来堵路口，搜山，协助部队清剿散敌。仅通过群众带路、送信抓捕到

的和由群众亲自搜捕到后送交解放军的敌军官兵就有 64 人。f

在对待俘虏方面，各部队严格落实宽待俘虏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解放军在俘虏敌军后，妥

善照顾俘虏的生活，允许其家属看望，对国民党残军及其家属一律不予歧视。为伤病俘虏提供救治，一

些重伤或病老弱者，经过治疗、救济后就地释放。对投诚人员既往不咎，对带枪投降的还给予奖励。不

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在政策感召下，大多数俘虏、投诚人员和残军家属很快解除了顾虑，有的报告敌情，

有的积极劝说残军向解放军投诚。在第二次作战中，就有十多名俘虏主动为解放军带路。

瓦解敌人、争取群众是遂行境外反恐维稳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配合军事打击实施政治攻势的必

然要求。一是必须严格战场纪律。根据反恐行动需求和所在国民风民俗，要求官兵坚决听从上级统一指挥，

执行命令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始终做到令行禁止、举止文明、行动合规，防止涉外问题发生。

二是必须着力攻心瓦解。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震慑恐怖分子心理，瓦解其抵抗意志，达到攻其心、夺其志、

散其气、乱其谋的目的。三是必须更加注重人道主义保护规则的贯彻运用。坚持区分原则，只对敌对目

标实施火力打击，严禁攻击平民和民事目标，非因迫切军事必要不谋求硬毁伤效果。充分发挥人道主义

在瓦解敌军、争取民心上赢得枪炮起不到的舆论宣传特殊效用，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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